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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家子思学派的性情论与法思想
马　腾
摘　要：在儒家“道统”传承中，子思承其祖说，学于曾参，传之孟轲，上承中 庸 之 道，下 启 心 性 之 论，被
誉为“述圣”。结合传世文献与郭店儒简所涉“子思学派”思想，可见其传扬儒门宗旨，亦长 于 任 法 论 说，则
为先秦由儒入法、礼法演进之关键。子思学派视“好利恶害”之人性为社会规范乃至治道体系的基础，由此
牵引出战国政法论说的基本范式。以性情论为中心，子思学派的治道理想游移于传统人文与现 实 功 利 之
间，富有统合各种社会规范的意味，既阐弘儒家重德之旨，又重倡“任法以治”及赏刑爵禄 之 策。子 思 学 派
于性情之审思、仁利之辨正、礼法之取舍、刑赏之兼顾均富有新见，对战国法家思想颇有启 示 而 不 乏 暗 合，
其中蕴含先秦儒法两家的融通一面，预示后世儒法合流的思想路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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轴心时代，孔子创私学，开儒宗，弟子三千，亲炙师教者七十余人。孔子殁后，儒家八分，旨趣有
殊。晚近郭店楚简的出土，使孔门弟子思想重现于今①。其中，经学者考证辨析，儒简与“子思学派”
关联最密。《五行》《缁衣》《鲁穆公问子思》《穷 达 以 时》《唐 虞 之 道》《忠 信 之 道》《性 自 命 出》《成 之 闻
之》《六德》《尊德义》均属“子思学派”著作。《语丛》也与“子思学派”有关②。这为考察孔孟的思想传
承以及战国的学说渊源提供更多线索。
子思（前４８３ 前４０２年），名伋，孔子嫡孙，鲁国陬邑人。子思活跃于政坛，与君主多有交往，然
淡泊于名位，曾拒受鲁相一职。在儒家“道统”的传承中，子思承其祖说，学于曾参，传之孟轲，上承中
庸之道，下启心性之论，被誉为“述圣”。汉志有《子思》二十三篇，隋志、唐志有《子思子》七卷，已佚，
仅存宋人汪晫辑本。《礼记》之《中庸》《表记》《坊记》《缁衣》篇多被视为子思所作③。此外，《孔子家
语》之编纂始于子思，《孔丛子》中《杂训》《居卫》《巡守》《公仪》《抗志》诸篇亦不乏子思言行记载。虽
非必为子思本人所述，大有后人伪托成分，但仍不乏思想价值，应重视这一层映照“子思学派”特征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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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　现代学者结合出土文献的研究，将“儒分为八”的类型归纳为子游、思孟的“弘道派”，子夏的“传经派”，曾 子 的“践 履 派”，子
张的“表现派”。参见姜广辉：《郭店楚简与〈子思子〉》，《哲学研究》１９９８年第７期。
②　郭店儒简子思学派之关联，学界已考证颇多。参见李学勤：《荆 门 郭 店 楚 简 中 的〈子 思 子〉》，《文 物 天 地》１９９８年 第２期；庞
朴：《孔孟之间———郭店楚简的思想史地位》，《中国社会科学》１９９８年第５期；杨儒宾：《子思学派试探》，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：
《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，武汉：湖北人民出版社，２０００年，第６０６ ６１５页；姜 广 辉：《郭 店 楚 简 与〈子 思 子〉》，《哲 学 研 究》
１９９８年第７期。
③　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：“子思作《中 庸》。”（司 马 迁 撰，裴 骃 集 解，司 马 贞 索 隐，张 守 节 正 义：《史 记》卷 四 十 七，北 京：中 华 书 局，
１９６３年，第１９４６页）《隋书·音乐志上》引沈约云：“《中庸》《表记》《坊记》《缁衣》，皆取《子思子》。”（魏征、令狐德棻撰：《隋书》卷十三，
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１９８２年，第２８８页）崔述《洙泗考信馀录》卷 三 则 说“《中 庸》之 文，采 之《孟 子》；《家 语》之 文，采 之《中 庸》”（顾 颉 刚 编
订：《崔东壁遗书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１９８３年，第３９８页），认为《中庸》是宗子思者之所为书，而托之于子思。
知识谱系①。
作为孔门后学的重要派别，子思学派是理解先秦由儒入法、礼法演进思想史之关键，然而立足于
出土文献研究子思学派法思想的著述仍付之阙如。郭店儒简的研究多着眼于子思性情论对孟荀人
性论的奠基意义，多囿于儒法对立观点，难从法律思想史视阈阐明子思学派对战国法家的影响；中国
法律思想史的研究鲜有述及孔孟之间的儒门后学，虽曾有学者述及子思对法家的具体影响，但未及
《性自命出》等郭店文献，以致忽视子思性情论与法家思想关系的基础层面。笔者认为，结合传世文
献与郭店儒简来看，子思学派博大精深，复杂多方：在人性论说方面，其学长于性情论说，而未断言人
性善恶；在政治理想方面，其学崇尚传统而主张功利，既思慕“周礼”又倾心“管法”；在德刑治术方面，
其学既主重德轻刑之旨，又倡赏刑爵禄之策。合言之，在这些议题上，前一方面反映子思学派对儒门
宗旨的传承弘扬，后一方面则展现学随术变之创见，从论述人类性情之好恶出发思考社会秩序，从而
主张牧民以利、任法以治，申言刑赏之道，对法家思想不乏影响，试分述如下。
一、人之性情与规范体系的建构
孟荀以前，先秦人性论说并不 明 朗。《烝 民》之 诗 谓：“天 生 烝 民，有 物 有 则。民 之 秉 彝，好 是 懿
德。”盖为中国思想史上人性论之权舆。孔子言“性相近，习相远”，据说孔门弟子世硕、宓子贱、漆雕
开、公孙尼子皆认为“人性有善有恶”②。西周以至孔子，尚未形成一种明晰的人性论断，孔门弟子亦
不以性善性恶立说。至《中庸》提出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”，徐复观誉为“人性论之里程碑”，视为
性善论之端倪③。
晚近郭店简《性自命出》与上博简《性情论》的面世，更使孔孟之间的儒家性论得以重彰。究其性
论之要旨，即如下二语：“喜怒哀悲之气，性也。”“好恶，性也，所好［所］恶，物也。善不善，性也，所善
所不善，执（势）也。”④可见，子思学派无意于界定“性”之或善或恶，“好恶，性也”才是其真谛⑤。综观
郭店儒简，存在一套融贯的“性情”理论⑥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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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出土的文献已使学界逐渐走出疑古，重新考虑《孔丛子》和《孔子家语》的真伪问题。１９７３年河北定县西汉墓 出 土 竹 简
有《儒家者言》，内容与今本《孔子家语》相近，李学勤称之为竹简本《家语》，视为今本《家语》的原型，认为今本《家语》很可能陆续成于
孔安国、孔僖等孔氏学者之手，是汉魏孔氏家学的产物。参见李学勤：《竹简〈家语〉与汉魏孔氏家学》，《孔子研究》１９８７年第２期。杨
朝明则认为《孔子家语》是子思领编而成，参见杨朝明：《孔门师徒与原始儒家学派的构成》，《出土文献与儒家 学 术 研 究》，台 北：台 湾
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０７年。《孔丛子》非伪书的论述，参见傅亚庶：《〈孔丛子〉伪书辨》，《东北师范大学学报》１９９４年第５期。
黄晖：《论衡校释》卷三《本性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１９９０年，第１３２ １３３页。
参见徐复观：《中国人性论史·先秦篇》，北京：三联书店，２００１年，第１４１页。古儒已有此论，如真德秀 说：“杨 氏 曰：《中 庸》
深处多见于《孟子》，其所传也欤？又曰‘天命之谓性’，孟子道性善盖源于此。”（真德秀：《西山读书记》卷三十《子思孟子传授》，《影印
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７０６册子部第十二，台北：台湾商务印书馆，１９８６年，第５１页）
简文有别，义理不二。参见荆门市博物馆：《郭店楚墓竹简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１９９８年，第１７９页；马 承 源 主 编：《上 海 博 物
馆藏战国楚竹书》（一）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０１年，第２２１、２２４页。
《性自命出》亦赫然出现有“性善”一词：“未言而（民）信，有美情 者 也。未 教 而 民 恒，性 善 者 也。”（荆 门 市 博 物 馆：《郭 店 楚 墓
竹简》，第１８１页）这句话是指对某些“在上者”（即治民者）而言，意思是：未许诺而得到民的信赖，这是有 美 情 的 人；未 施 教 化 而 使 民
有常心，这是性善的人。陈来认为这并非“性善论”（参见陈来：《荆门竹简之〈性自命出〉篇初探》，《中国哲学》第二十辑，沈阳：辽宁教
育出版社，１９９９年，第３０３页），其实，这里“美情”与“性善”相对应，均指明一种政治德性。结合子思之儒“好恶性也”及“喜怒哀悲之
气性也”的心性论宗旨，是意欲表达统治者的好恶和喜怒哀悲合于道，则能取信于民、感化于民，只是理想治理图景中的良善评判，而
非对普遍人性的论断。
荆门市博物馆：《郭店楚墓竹简》，第１５０、１７９ １８１、１９４、１９６、２０３ ２０４页。
《五行》 仁，义礼（帛书本作“礼智”）所由生也。
《性自命出》
性自命出，命自天降。道始于情，情生于性。
凡道，心术为主。
仁，性之方也，性或生之。忠，信之方也。信，情之方也，情出于性。
《语丛一》
刑生德，德生礼，礼生乐，由乐知刑。
礼因人之情而为之。
知礼然后知刑。
《语丛二》
情生于性，礼生于情。
爱生于性，亲生于爱，忠生于亲。
欲生于性，虑生于欲。
恶生于性，怒生于恶，胜生于怒，惎生于胜，贼生于惎。
强生于性，立生于强，断生于立。
凡此从“性情”到“治道”的论说，皆旨在表明“性”与各种社会性范畴的关联，从而勾勒出一个“由
性而一级一级生发开去的系统”，“将人类社会及属人之种种事物，如情感、欲望、心智、伦理道德、人
际关系、制度规范、政治原则等都编织进来”①。这就形成了一个以人类性情为起点叙述社会秩序的
架构：“性—情（欲）—道（德、礼、法、政、刑）”。荀子“材剧志大，闻见杂博”之讥盖与此有关②。这里的
“道”无非人间社会的法则，自可网罗纲常伦纪、法度赏刑等范畴，而这一切社会规范都要反身自求，
回归于“性”“情”与“心术”，在普遍人类的共通性情中获致最为凿实的存在基础。《性自命出》曰“凡
动性者，物也”，聚焦于“性”的显现形态，关注“外物”对人性的作用。而所谓的“外物”，在《性自命出》
中还可统领囊括“悦”（逆性者）、“势”（绌 性 者）、“故”（交 性 者）、“习”（养 性 者）、“道”（长 性 者）、“义”
（厉性者）等术语范畴，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，是自然之物、客观环境还是道德规范、典章制度、教
化行为乃至文化系统，都可能对“性”施加一种规范作用。所谓“厉性者，义也”，“长性者，道也”，性情
之修塑规训仰赖外在规范，尤其是道德教化的作用。如蒙培元所诠释，“义”归根到底也是由性情而
来，则性是它的内在根据。但是，义既是在外者，便具有客观意义。《性自命出》关于内外之说，是很
灵活的，是内外互通的，它并没有将内外对立起来，分离开来，形成二元对立的格局；但它又很重视外
在环境的作用，而不是孤立地讲所谓内在心性、性情之学③。
从法思想的视角来看，在这种关乎政治治理与社会规范的论说范式中，当一切规范被归原于人
之性情，又作用于人之性情时，则德礼与刑法孰先孰后、孰本孰末的法思想论说，是依循“知礼然后知
刑”的儒家逻辑，抑或倒置为法家“刑生力，力生强，强生威，威生德，德生于刑”④的法权命题，均可在
性情叙述中左右逢源。既然各种社会规范形态都统合于“性情—治道”范式中，子思学派的“好恶”性
情论就可能流衍为善恶诸说，并导引对道德礼法的各所取舍。
一方面，《性自命出》昭示着人类应致力于“心术”，开启“即心言性”的门径，曰“凡道，心术为主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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陆玉林：《中国学术通史》（先秦卷）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２００４年，第１１８ １２０页。
王先谦撰，沈啸寰、王星贤整理：《荀子集解》卷三《非十二子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１９８８年，第９４页。
参见蒙培元：《〈性自命出〉的思想特征及其与思孟学派的关系》，《甘肃社会科学》２００８年第２期。
蒋礼鸿：《商君书锥指》卷二《说民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１９８６年，第３８页。
从而潜藏着孟学“内圣”与“性善”的线索①。孟子主张人性有善端，人之为恶不在于先天的本性原因，
而是后天的习染与陷溺，这无疑是为告诫世人，无论从个体修身还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，勘落习气祛
除恶念，扩充善端达致善德都是可能且必要的。故孟子乐言“持志”“养气”，极而言之乃曰“人皆可以
为尧舜”②。对个人修身而言，自然要通过“反求诸己”“尽心知性”的自觉伦理修养而获致善德、践行
仁义；于国家治理而言，社会秩序的混乱、犯罪的滋生，直接根源于人性善端的壅滞③。要拯救时弊，
重建秩序，就必须激发人的善端，张扬人的善性。这种社会秩序的建构模式诉诸仁义道德，使人无奸
邪违法之心，以收潜移默化之效。
另一方面，《性自命出》直言人性即好恶之心，从而与利用“人性好恶”阐述礼法秩序的观点有亲
缘性。有学者认为，《性自命出》与告子的人性学说，最后为战国末年的荀子集了大成，并顺此提出了
人性恶的理论，以此与孟子性善论相抗衡④。荀子关于人性的论述，以“性伪之分”颇为昭著：“人之性
恶，其善者伪也。”进而，以人性论为基点诠释“礼”的规范意义。“故圣人化性起伪，伪起而生礼义，礼
义生而制法度。”⑤圣人制礼（《性恶》）、师法化之（《儒效》）、习俗熏陶（《劝学》）、自我修身（《修身》）乃
是人类从本性之恶转向后天为善的路径，由此以蔚为大观之“礼”论统合各路以建构“化性起伪”的社
会规范体系⑥。
子思性情论呈现出“合内外之道”之旨趣⑦，实已悄然拓展孔子儒学的言说范围，而从这一富于张
力的性统体系出发，形成一种构成社会规范基础的“好利恶害”人性论⑧。自荀子《非十二子》问世之
后，“思孟”合称已为思想史叙述之通例。但须注意，韩非于《显学》篇却分列“子思之儒”与“孟氏之儒”，
至少对思、孟思想的某些异质性有所呈现⑨。在人性论上，子思以情释性，强调“性”的自然属性；孟子
以德代性，阐发“性”的德性本位，这是其主要差异瑏瑠。对于《性自命出》，李零通俗地解释道：“人天生
有好恶，但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，这要取决于‘物’；人天生有善恶，但他之所以成为好人或坏人，这
要取决于势……人性要受制于外物和环境。”瑏瑡不难想见，《孟子》所批判的告子性论诸题难道不与之
更相似吗？况且，郭店儒简《六德》中还有“仁，内也。义，外也”一语，更为与告子性论相通之证瑏瑢。
尽管可于孟荀人性论先声的意义上解读，《性自命出》仍有其独特旨趣。其开宗明义，曰“凡人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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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论者认为，《性自命出》论性是多层次的，包括以人论性、以 天 论 性、以 气 论 性、以 心 论 性、以 情 论 性、以 习 论 性 以 及 以 善 恶
论性等。它从普遍性原则出发，一步步指向超越性，最后以孟子超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完成了儒家性善论的奠基。参见丁为祥：《从
〈性自命出〉看儒家性善论的形成理路》，《孔子研究》２００１年第３期。
焦循撰，沈文倬点校：《孟子正义》卷二十四《告子下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１９８７年，第８１０页。
参见马止戈、付鸿栋：《礼法融合的人性基础》，《法学评论》１９９９年第２期。
该文还指出，儒家在人性论上有两条发展路向：一条主张自然 人 性 说，从《性 自 命 出》、告 子 到 荀 子；一 条 主 张 社 会 伦 理 人 性
说，从《五行》篇到孟子。参见许抗生：《〈性自命出〉〈中庸〉〈孟子〉的思想比较研究》，《孔子研究》２００２年第１期。
王先谦撰，沈啸寰、王星贤整理：《荀子集解》卷十七《性恶》，第４３４、４３８页。
王先谦撰，沈啸寰、王星贤整理：《荀子集解》卷一、四、十七，第１　２、２０ ３６、１４２ １４４、４３５ ４４０页。参见马腾：《儒法合流
与中国传统法思想阐释》，北京：法律出版社，２０１６年，第１８７ １８８页。
有学者认为这代表了早期儒家的弘道之路，参见陶磊：《思 孟 之 间 的 儒 学 与 早 期 易 学 史 新 探》，天 津：天 津 古 籍 出 版 社，２００９
年，第３４ ４７页。
结合《坊记》的立制思想，邓建鹏认为子思学派看到了法度引导 趋 利 避 害 性，起 到 阻 却 人 性 向 恶 的 预 防 效 果，发 展 成 三 晋 法
家的法律万能论。参见邓建鹏：《子思学派法家思想倾向初探》，黄毅、黄震、帅天龙主编：《渠水集：纪念饶鑫贤教授法学文集》，北京：
北京大学出版社，２００４年，第１３２ １３４页。
据说，“思孟学派”的名号是一番观念史建构，参见陈静：《思孟学 派 的 历 史 建 构》，杜 维 明 主 编：《思 想·文 献·历 史：思 孟 学
派新探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２００８年，第１５９ １８０页。然囿于学派划分之习见，仍有学者坚持认为荀子合称思孟比韩非剖离思
孟更加准确，参见梁涛：《思孟学派考述》，《中国哲学史》２００２年第３期。其实，荀韩两说各有其意义，前者揭示子思在儒门道统中的
关键地位，后者则表明子思学说被它家继受发挥的空间余地。
参见李健胜：《子思研究》，西安：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２００９年，第１２５页。该书第１２４ １２６页阐明思孟的异质性，值得参考。
李零：《郭店楚简校读记》，北京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２００７年，第１５３页。
荆门博物馆：《郭店楚墓竹简》，第１８８页。郑吉雄对子思“内外”之说考论颇详，认为应溯源孔子“仁”与“礼”两大核心观念，
参见郑吉雄：《试论子思遗说》，《文史哲》２０１３年第２期。
（虽）有性，心亡奠志”①，斯言更强调心性之流变，不无透露其淡漠心性本质善恶论说的意旨。从“性
命—性情”论说的整体特征来看，子思学派不过“以情释性”指明人性好恶，无意于在“性善”或“性恶”
的本质论说中择取一端，而是侧重于指涉情感、伦理、心智的先天基础，归旨于“性自命出，命自天降”
这一天赋人性的思想主题，实与《中庸》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”的命题同符合契。在儒家思想体
系中，子思之儒深拓以“人性”为终极依据的人文化理论进路②，既可谓为孟子性善仁政法思想的导
源，还启示对人性“好利恶害”以及礼法规范特征论说的基本思路。又有论者认为，孟荀的“性善论”
与“性恶论”，在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面前，都喜欢把价值判断奉为 圭 臬；在 道 德 尺 度 与 利 益 尺 度 面
前，均呈明显的道德主义和理想主义倾向。法家关注的则是现实的“人情”世界，实为一种与人性论
旨趣相左的人情论，而这正是法家与伦理学和思辨哲学之间的原则性差异所在③。而《性自命出》的
“情”具有不言善恶、只看有无，不言理想、只讲好恶，且提倡“因”道等基本特征，故法家之“人情”观与
之极为相近④。相较于不囿好恶之思、坚信善端倡导仁德之说，析言人所好所恶而以礼法“化性起伪”
之说应稍近之，而偏于自然性情之思更进之，便是以人性好利恶害本身为据，抛却善恶论说，更多强
调外在规范之力而求诸赏刑之“法治”。有观于此，出于这一关乎人之性情的“好恶”学说，子思学派
对战国任法思想氛围亦不乏影响。
概言之，子思上承祖学以论中庸，言道德，为儒学开枝散叶，启迪亚圣，更是凭借其独特身份与学
术影响，以一种“天·命·心·性·情”生“道·德·礼·刑”的宏大学说，牵引出战国政法论说的一
般范式。人类性情之好恶，便凝结为国家社会通过礼法政刑加以引导规训的一个理论基础。自孔子
与儒门弟子言及人情、人欲、民情⑤，到“管法”言“令顺民心”⑥，商鞅、韩非讲“民之性”“人情”⑦，实质
上均以人性之“好利恶害”为立法基础。质言之，战国思想家均旨在从人性“好利恶害”的角度为制度
规范理论提供深层依据。最终结穴于韩非的法家“好利恶害”论说渊源有自，与子思学派阐弘社会规
范之性情依据的话语深有关联。
二、传统治道伦理朝现实功利的权衡
子思学派从人之性情构建了包罗礼法规范的治道体系。由于性情论富有广阔的言说空间，因而
其对治道的审思亦不乏伦理与功利、传统与现实的权衡，在子思“从周复礼”的 传 统 姿 态 与“牧 民 以
利”的功利主义叙述反差中得以呈现。
（一）从周复礼的传统姿态
《孔丛子·杂训》载子思言：“夫子之教，必始于《诗》《书》，而终于礼乐，杂说不与焉。”⑧对于治学，
子思主张恪守传统，秉承师学，摈弃杂说⑨。对政治亦如是，孔子毕生从周复礼，子思亦思 慕 周 公 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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裘锡圭注：“亡，无也；奠，定也。”（荆门博物馆：《郭店楚墓竹简》，第１７９、１８２页）
葛兆光：《中国思想史》第一卷，上海：复旦大学出版社，２００９年，第９８ ９９页。
参见韩东育：《法家的发生逻辑与理解方法》，《哲学研究》２００９年第１２期。但与之相反的观点认为，《性自命出》或为仲弓氏
之儒所作，是荀子“化性起伪”之情性哲学的渊源，参见颜炳罡：《郭店楚简〈性自命出〉与荀子的性情哲学》，《中国哲学史》２００９年第１
期。
参见韩东育：《〈性自命出〉与法家的“人情论”》，《史学集刊》２００２年第２期。
参见萨孟武：《中国政治思想史》，北京：东方出版社，２００８年，第２　３页。
《管子·牧民》：“政之所兴，在顺民心；政之所废，在逆民心。”又如《禁藏》：“凡人之情，得所欲则乐，逢所恶则忧，此贵贱之所
同有也。”（黎翔凤撰，梁运华整理：《管子校注》卷一、十七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２００４年，第１３、１０１２页）
《商君书·算地》：“民之性，饥而求食，劳而求佚，苦则索乐，辱则求荣，此民之情也。”又《错法》：“好恶者，赏罚之本也。夫人
情好爵禄而恶刑罚，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。”（蒋礼鸿：《商君书锥指》卷二、三，第４５、６５页）《韩非子·八经》：“凡治天
下，必因人情。人情者有好恶，故赏罚可用；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，而治道具矣。”（王先慎撰，沈啸寰、王星贤点校：《韩非子集解》卷十
八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１９９８年，第４３０ ４３１页）
傅亚庶：《孔丛子校释》卷二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２０１１年，第１１１页。
“杂说”或注解为诸子百家之说，参见王钧林、周海生译注：《孔丛子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２００９年，第７５页。
治。《孔丛子·公仪》载：
　　穆公问子思曰：“吾国可兴乎？”子思曰：“可。”公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对曰：“苟君与大夫慕周公、
伯禽之治，行其政化，开公家之惠，杜私门之利，结恩百姓，修礼邻国，其兴也勃矣。”①
按说，其时李悝兴魏、吴起强楚，战国富国强兵之势已风起云涌。执掌弱国，鲁穆公之问可能流
露出一种对兴国争霸的悲观态度。周礼崩坏日久，子思尚侈谈行周政化，修礼邻国，则无不展露一种
从周复礼的原儒姿态。而后子思居卫，卫君或许逐于时兴而萌生弃“道”学“术”之念，子思即以“体道
者逸而无穷，任术者劳而无功”②令其打消。其时君王权术论甚嚣尘上，子思之鄙夷态度可见一斑。
对憧憬恢复礼治、彰显道义的儒家而言，其表达政治理想时往往着力于君民关系与君臣关系两
方面之理想状态的勾画。就君民而言，子思申言君民关系具有一种和谐相依而非强弱消长的关系。
郭店简《缁衣》曰：“民以君为心，君以民为体，心好则体安之，君好则民欲之。故心以体法（废），君以
民芒（亡）。”③所谓“心以体废，君以民亡”，以“心”“体”为喻，子思秉承着儒家风格的君民关系论，可与孔
子“君若北辰”之喻相呼应，也是孟子“民贵君轻”论的重要渊源。就君臣而言，子思强调忠臣的谏诤品
格。据《鲁穆公问子思》载，子思将忠臣定义为“恒称其君之恶者”④，相比孔子“事君以敬”的观念不乏
推进意义。子思本人便是一位抗志守义之士。曾子曾提醒子思：“今吾观子有傲世主之心，无乃不容
乎？”⑤胡毋豹也曾规劝子思：“子好大，世莫能容子也，盍亦随时乎！”⑥流传轶事则表明子思始终坚持
率性傲主⑦。这种品格与观念也于孟子时发挥得淋漓尽致，由《孟子》一书所见子思往事与形象即可知
晓，至云：“君之视臣如手足，则臣视君如腹心；君之视臣如犬马，则臣视君如国人；君之视臣如土芥，则臣
视君如寇雠。”⑧如此申言君臣对等关系，堪称后代纯儒之金科玉律，以致献媚皇权之儒生儒术备受指
摘，“尊君卑臣”亦被目为法家之流弊⑨。这是子思式政治理念及言行与法术之士的重要差异。
（二）“牧民以利”的功利主义
然另一方面，子思言“牧民以利”，越出仁学藩篱而以政治功利为旨。这种“牧民以利”之义利观，
盖与孔孟言谈之习相左。孔子曰：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”瑏瑠“无欲速，无见小利。欲速则不达，见
小利则大事不成。”瑏瑡孟子申义利之辨，以“王亦曰仁义而已，何必曰利”瑏瑢为开场白，呼吁“仁政”，乃至
极言“舍生而取义”之理瑏瑣。荀子也说：“先义而后利者荣，先利而后义者辱。”瑏瑤儒家以“重义轻利”为
教义，子思确也曾劝君主去“贪利之心”，有时却不讳言“以利为先”。《孔丛子·杂训》记载一段关于
“义利”的思辨：
　　孟轲问牧民何先。子思曰：“先利之。”曰：“君子之所以教民，亦有仁义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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傅亚庶：《孔丛子校释》卷三，第１６５页。
傅亚庶：《孔丛子校释》卷三《抗志》，第１７８页。
荆门市博物馆：《郭店楚墓竹简》，第１２９页。
荆门市博物馆：《郭店楚墓竹简》，第１４１页。
傅亚庶：《孔丛子校释》卷二《居卫》，第１３０页。
傅亚庶：《孔丛子校释》卷三《公仪》，第１６４页。
《孔丛子·抗志》多载类似之事，如“卫君谓子思曰：‘寡人之政何如？’”子思的回答是“无非”，所谓无非，乃是卫国臣子“竞求
射君之心，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”。“非君之非”就是“称君之恶”。参见杨儒宾：《子思学派试探》，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：《郭店
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论文集》，武汉：湖北人民出版社，２０００年，第６０７页。
焦循撰，沈文倬点校：《孟子正义》卷十六《离娄下》，第５４６页。
例如，朱熹认为叔孙通之礼 仪“只 是 秦 人 尊 君 卑 臣 之 法”（黎 靖 德 编，王 星 贤 点 校：《朱 子 语 类》卷 一 三 五，北 京：中 华 书 局，
１９８５年，第３２２２页）。余英时认为，秦汉以降“君尊臣卑”的意识形态是儒学法家化之后的产物，是一个被完全制度化了的符合法家
思想的理念，参见余英时：《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》，南京：江苏人民出版社，２００６年，第７８ ９６页。
程树德撰，程俊英、蒋见文点校：《论语集释》卷八《里仁下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１９９０年，第２６７页。
程树德撰，程俊英、蒋见文点校：《论语集释》卷二十七《子路下》，第９２１页。
焦循撰，沈文倬点校：《孟子正义》卷二《梁惠王上》，第３６页。
焦循撰，沈文倬点校：《孟子正义》卷二十三《告子下》，第７８３页。
王先谦撰，沈啸寰、王星贤整理：《荀子集解》卷二《荣辱》，第５８页。
子思曰：“仁义固所以利之也。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，上不义则下乐为乱也，此为不利大矣。故
《易》曰：‘利者，义之和。’又曰：‘利用安身，以崇德也。’此皆利之大者也。”①
对话之事虽多视为伪言，思想表达则不无其旨。在此，“子思”直言利益为先，固有孔子“先富后
教”之义，但在这一与孟子的对话语境中与“仁义”形成对立，又可见其无意于“义利之辨”。一方面，
“先利之”神似管仲“仓廪实”“衣食足”之说，子思表达出对物质基础的优先关注，对社会民生的切切
关怀；另一方面，“仁义固所以利之也”形似墨家“兼相爱，交相利”之论，子思揭示了“仁义”学说的最
终归宿在于广义的“利”，即一种着眼于使民众“得其所”的“秩序之利”。将利害关系视为所有道德伦
理的根本基础或终极依据，乃古今中外功利主义思想家之通理。“安身”“得 其 所”于 此 非 惟 关 切 物
质，自有其精神安顿之意。然子思仁义不止于心性概念或道德要目，而是将之扩及于民众生活安顿
与社会秩序的构建，让人民得其所即是仁，不乱即是义，即所谓“利用安身，以崇德也”。《国语·晋语
一》有一名言见“仁”之义：“为仁者，爱亲之谓仁；为国者，利国之谓仁。”②儒家“外王”之面从未模糊，
思想与权力须臾不离，意味着“利国之仁”正是中心要义。故致力于使义利不相悖，或许才是儒家治
道推衍之途。子思终以“利之大者”释疑，便是要打破功利的狭隘界定，将其扩展为宏富的价值标准，
且在实践考量上合致道德仁义学说。这是对儒家仁义道德的政治阐释，实用理性的率真表达，更足
以表明法家式功利政治的基本姿态。蒙文通谓：“孟子斥言利，而子思氏之儒，饰为此言，以明利之与
义调和而不相背。”③至于孟子因“牧民以利”之说生疑，可谓合于其义利之辨，观孟子斥梁惠王“何必
曰利”，正足以反衬子思功用旨趣与孟子仁义立场的差异。不过，孟子以利民诠释仁政，则又表明子
思的实用性学说的潜在影响。子思告诫鲁穆公以“惠百姓之心”，“除非法之事”，“毁不居之室以赐穷
民，夺嬖宠之禄以振困匮”④，不亦有如“仁政”题中之义？即使子思的诠释与孔孟具有实质性差异，那
也意味着“儒分为八”之趋势与儒学多元解释的余地，反映学术思想与时代背景的密切关联，及儒学
对战国时期功利政治的影响⑤。
法家崇尚功利，以为富国强兵之本，主张“利出一孔”，以农战政策称霸于“争于气力”之世。商君
曰：“国之所以重，主之 所 以 尊 者，力 也。”⑥韩 非 曰：“力 多 则 人 朝，力 寡 则 朝 于 人，故 明 君 务 力。”⑦由
此，韩非构建出一套体系化的以“功用”为“的彀”的功利主义理论。诚然，法家的功利主义与强力理
论已与儒学大相径庭。然而，这更多是言说重点与姿态选择的差异，正如子思言论所反映，儒门中确
有后学洞悉经世致用显扬事功之意义，持一种朝现实功利权衡的治道理念。这是理解战国由儒入法
以至后世儒法合流的基础。
三、德礼规范对任法赏刑的统合
与对传统与现实、伦理与功利的权衡有关，子思学派的法思想也呈现出熔道德规范与赏刑治术
于一炉的特征。主张道德教化，批判战争刑罚，推崇管仲而并言礼法，以至承认“以法资仁”，论述“赏
刑之道”，都是子思学派这一特征的体现。
（一）主张政治德性与批判战刑观点
今本《缁衣》载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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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段文字各本颇有歧异，参见傅亚庶：《孔丛子校释》卷二，第１１４、１２８页。
徐元诰撰，王树民、沈长云点校：《国语集解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２００２年，第２６４页。
蒙文通：《古史甄微》，成都：巴蜀书社，１９８７年，第２３４页。
傅亚庶：《孔丛子校释》卷二《杂训》，第１１３页。
儒门发展及其与战国政治之关系，尚有子夏氏之儒西河学派的影响问题，参见马腾：《礼学传承与君权政治———子夏氏之儒
对法思想史的影响》，《华东政法大学学报》２０１６年第２期。
蒋礼鸿：《商君书锥指》卷五《慎法》，第１３８页。
王先慎撰，沈啸寰、王星贤点校：《韩非子集解》卷十九《显学》，第４６１页。
　　子曰：夫民，教之以 德，齐 之 以 礼，则 民 有 格 心；教 之 以 政，齐 之 以 刑，则 民 有 遁 心。故 君 民
者，子以爱之，则民亲之；信以结之，则民不倍；恭以莅之，则民有孙心。《甫刑》曰：“苗民匪用命，
制以刑，惟作五虐之刑曰法。”是以民有恶德，而遂绝其世也。①
在德刑关系上，子思之儒忠实于孔门德政教旨。作为历史的反面教训，苗民弗用“命”（或“灵”），
制定虐刑奉为治理手段，不仅丧失合法性根基，还毁坏社会道德，颠覆社会秩序，导致族群瓦解。故
而，为政之根本就在于君主正身以展现一种道德正面姿态，此处刻画的“爱”“信”“恭”诸品格，均经由
教化之政逐一显现。同样，《尊德义》亦彰明为政以教化为先的理念：“善者民必众，众未必治，不治不
顺，不顺不平。是以为政者教导之取先。”②
郭店简《成之闻之》载：
　　君子之于教也，其道民也不浸，则其 淳 也 弗 深 矣。是 故 亡 乎 其 身 而 存 乎 其 辞，唯（虽）厚 其
命，民弗从之矣。是故畏服型（刑）罚之屡行也，由上之弗身也。昔者君子有言曰：战与型（刑），
人君之述（坠）德也。③
立足于对当时各国刑战政策趋势的批判，子思学派认为，统治者失德是民众违法犯罪的根源，若
诉诸战与刑，则形成一种恶性循环，故曰“战与刑，人君之坠德也”。君主修身以德，百姓竞相跟从，方
为消弭战刑之道。关于德礼与政刑之辨，子思学派仍秉承孔子德礼为先之说。《缁衣》云：“夫民，教
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则民有格心。教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则民有遁心。”④关于刑罚与赦宥之辨，子思学
派严刑却不反赦宥。《五行》云：“不简不行，不匿不辩于道。有大罪而大诛之，简也；有小罪而赦之，
匿也。有大罪而弗大诛，不行也。有小罪而弗赦也，不辩于道也。”⑤大罪当诛，小罪可赦，确实符合儒
家罪刑观念⑥。《尊德义》曰“刑不 逮 于 君 子，礼 不 逮 于 小 人”⑦，更 是《荀 子》《礼 记》礼 刑 分 施 论 的 先
声，成为中国古代正统的礼刑观。
综观郭店楚简《性自命出》《缁衣》《尊德义》《五行》《唐虞之道》《忠信之道》等篇，心性论说、德目
诠释、礼教观念俯拾皆是，注重血缘孝道、内心修养的理念旨趣，以王者之师自居、取道义而远爵禄的
人格精神一览无余。子思还曾表彰孟子车“言称尧、舜，性乐仁义”⑧，亦是孔门教旨的翻版，乍观之下
似与战国法家思想判若云泥。
然而，近人蒙文通独具慧眼，察觉子思学派与法家思想的关联：“子思氏之儒，固援法而入于儒者
也。”其所举之力证，为《后汉书·袁绍传》李贤注⑨。关于法律“定分止争”功能的兔子譬喻，乃“慎到、
商鞅、韩非书文也，而为《子思子》之儒者取之”，故曰：“寻诸儒分为八之事，其一为子思氏之儒，儒之
兼取法家，莫著于此。”瑏瑠其实，“定分止争”的叙述亦无非孔子正名论的法权化，是儒学基于政法沿革
的反思演进，最终成为法家之学中关于政治考绩与法律适用之“名实”论题的重要话语。名论盖为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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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本末句画龙点睛，为简本所无。至于其余文字，郭店楚简《缁 衣》及 上 博 简《缁 衣》文 字 略 同，可 为 印 证。参 见 荆 门 市 博 物
馆：《郭店楚墓竹简》，第１３０页；马承源主编：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》（一），第１９０页。
荆门市博物馆：《郭店楚墓竹简》，第１７３页。
末句从裘注，参见荆门市博物馆：《郭店楚墓竹简》，第１６７、１６９页。
郑玄注，孔颖达疏，龚抗云整理，王文锦审定：《礼记正义》卷五十五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１９９９年，第１５０２页。
荆门市博物馆：《郭店楚墓竹简》，第１５０页。
关于“简”和“匿”，陈来说：“前者是义，后者是仁，前者是强，后者是柔，它们分别适合所对应的政治情形。能简能匿，能兼掌
握大问题上的原则性和小问题上的可变性。”（陈来：《竹简〈五行〉篇与子思思想研究》，《北京大学学报》２００７年第２期）
荆门市博物馆：《郭店楚墓竹简》，第１７４页。
傅亚庶：《孔丛子校释》卷二《杂训》，第１１２页。
《后汉书·袁绍传》：“沮授谏曰：‘世称万人逐兔，一人 获 之，贪 者 悉 止，分 定 故 也。’”李 贤 注：“《慎 子》曰：‘兔 走 于 街，百 人 追
之，贪人具存，人莫之非者，以兔为未定分也。积兔满市，过不能顾，非不欲兔也，分定之后，虽鄙不 争。’《子 思 子》、《商 君 书》并 载，其
词略同。”（范晔撰，李贤等注：《后汉书》卷七十四上《袁绍刘表列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１９６５年，第２３８３页）
蒙文通：《古学甄微·儒家法夏法殷义》，成都：巴蜀书社，１９８７年，第２３３ ２３４页。另，曾有论者推测郭店楚墓之主人即慎
到，参见李裕民：《郭店楚墓的年代与墓主新探》，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》２０００年第３期。
秦诸子论说之共通方法，有别于名辩论者，儒法关于名分话语的政治使用表达反映其学说的融通性，
即对从个人身份到政治权力之名分秩序的构建维系①。孔子主张正名以复礼，申不害申言政治权义
之名而发术论②，皆为名论与规范理论之所由通。邓建鹏研究子思学派思想后总结道：“商鞅本人师
从尸子，而尸子授学于子思，其思想脉络印上子思学派的发展痕迹。这层被后人淡忘的师承关系通
过对子思学派法家倾向的分析中，得以初步揭示出来。由此，也可以理解子思学派通过以兔子喻法
具有定分止争功能的行文，何以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出现在其之后的法家著作中。从一个侧面反映子
思学派对后世法家存在深远影响。”③可见，不管从学术话语还是从师承关系而言，子思之学均可勾绘
出通向法家的线索。透过对法律“定分止争”功能之叙述，子思学派所倡“任法以治”与“赏刑之道”更
能说明问题。
（二）推崇“管法”及礼法同功论
子思不仅祖述尧舜，还推崇齐管仲之“法治”，从社会规范功能的角度揭示礼法融通互补的关系。
《孔丛子·记问》载：
　　子思问于夫子曰：“亟闻夫子之诏，正俗化民之政，莫善于礼乐也。管子任法以治齐，而天下
称仁焉，是法与礼乐异用 而 同 功 也。何 必 但 礼 乐 哉？”子 曰：“尧 舜 之 化，百 世 不 辍，仁 义 之 风 远
也。管仲任法，身死则法息，严而寡恩也。若管仲之智，足以定法。材非管仲，而专任法，终必乱
成矣。”④
祖孙交谈之实未能确证，礼法优劣之辨则意义深远。子思这番礼法“异用同功”论，可能折射当
时“法取代礼”的法制态势。对于子思“何必但礼乐”之问，孔子虽不反对“任法”可 达 致 天 下 大 治 之
“同功”的前提，但强调 两 者 之“异 用”，在 于 仁 义 教 化 与 寡 恩 任 刑：教 化 精 神 的 礼 义，乃 严 而 寡 恩 之
“法”所望尘莫及。制定法律本身就需要足够的见识智慧，此一锤定音之事须 得“管 仲 之 知”方 足 胜
任。况且，法术之士往往声称可以垂法不变而治，然鉴于管仲身死法息，孔子指出在历史检验中“礼”
比“法”更具稳定性与实效性。“礼治”凭借仁义之风而百世不辍，“法治”则寡言精 神 原 则 而 未 谙 治
本，过于注重规范形式而反易生变。看来，孔子更多 地 诠 释 礼 法“异 用”之 关 键。然 而，子 思 的 礼 法
“异用同功”论，实际上符合后世对礼法关系的基本认识。尤其所突出“同功”的秩序价值，正是厘清
礼法之辨与诠释儒法合流的基础。
首先，子思仰慕强齐之管仲，蕴含着一个 缘 于 礼 法 断 裂 时 代 的 重 要 质 疑：礼 乐 之 治 早 已 韶 华 不
再，管仲之法乃能强国称霸，夫子缘何常怀从周之 心，因 仍 礼 乐 之 治，而 对 法 治 兴 致 索 然？至 如《礼
记·乐记》曰：“礼、乐、刑、政，四达而不悖，则王道备矣。”⑤子思“何必但礼乐”之问，多少符合“王道”
对规范的统合诉求，反映其在时代趋势推使下愈发重视刑政，尽管大体仍未脱离儒之德教主轴。
其次，对于管仲其人其政，孔子曾称颂其仁，而子思则专扬“法治”。从齐桓管仲成王霸业的史事
中，子思提炼出“任法以治”的精髓，这是对东周伊始“法取代礼”之法制现象的感知洞察。结合“牧民
以利”之说，子思认为“以法而治”是“天下称仁”的根本原因，只要能变法立制强国富民，最终就能获
得正面的道德评价，与是否遵行礼乐之治无必然联系。“何必但礼乐”有如后世汉宣“奈何纯任德教”
之叩问，是对纯任儒学治国的大胆质疑，批判将“礼乐之治”奉为一元治道的狭隘观念。甚至，子思学
派还说“圣人不以权教，故立制垂法，顺之为贵”⑥，“民淫僭上者为无法，无法者则君罪”⑦，这些强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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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见马腾：《儒法合流与中国传统法思想阐释》，第７　１０页。
参见马腾：《申不害刑名法术思想及对中国传统治道的影响》，《政法论坛》２０１５年第６期。
邓建鹏：《子思学派法家思想倾向初探》，黄毅、黄震、帅天龙主编：《渠水集：纪念饶鑫贤教授法学文集》，第１３４页。
傅亚庶：《孔丛子校释》卷二《记问》，第９５ ９６页。
郑玄注，孔颖达疏，龚抗云整理，王文锦审定：《礼记正义》卷三十七，第１０８５页。
傅亚庶：《孔丛子校释》卷二《杂训》，第１１３页。
傅亚庶：《孔丛子校释》卷三《巡守》，第１５２页。
法律制度重要性的思想，则更是与法家思想毫无二致。
再次，处于春秋早期，管仲不乏“业用”周礼，倡言“四维”，却以佐成齐桓首霸而垂名后世。非如
《国语》等书所述强齐霸业，孔子着眼于华夏文化的保卫而许之以仁。而子思对管仲之称誉更多展露
政治事功理念，政治权力及法制功效才是根本问题，“仁”要么用以自饰德性，要么立足富民事功。这
种全盘肯定管仲事功的评述与儒家姿态有所疏隔，似乎更合于法家霸道法治之思维。毕竟，对管仲
保留些许微词（连荀子也批判管仲“力功不力义，力知不力仁”），乃后世纯儒与法家色彩的功利、霸道
划清界限的必要表态①。
最后，子思意识到礼法融通与互补的可能，揭示礼法“异用同功”的关系，旨在阐明“正俗化民”的
治理秩序应是礼乐政刑的最基本价值，以提炼对治道终极目的的认识。礼法之异用，是作为不同特
征的社会治理规范使然；礼法之同功，则是作为社会规范本身所实现之秩序使然。这是儒门后学逐
渐意识到变法、法治之重要性，而给予法术之士的启发。战国法家著作《管子·枢言》云“法出乎礼，
礼出乎治”②，真可谓子思这段评论的最好注解，也是子思学派与法家思想所由通之明证。
综上，子思这番礼法思索至简至真，“法与礼乐异用而同功”，蕴含由儒入法、儒法合流、礼法融合
之端倪。后来意识形态化的礼法秩序观，从国家法典“德礼为政教之本，刑罚为政教之用”③的礼法规
范，至士人著述关于礼法“其本则合，其用则异”④“循环表里，迭相为用”⑤等论说，即发端于斯言。
（三）“以法资仁”与“赏刑之道”
子思学派凸显制度的预防性与刑赏的必要性，与法家的基本主旨亦有融通。旁搜“表坊二记”所
述儒学言论，名为转述先师，实为创造诠释⑥。简言之，子思学派旨在塑造仁德的开放包 容 性，尽 管
“仁”的范畴有不同层次与境界应予辨析，所谓“仁者安仁，知者利仁，畏罪者强仁”⑦，然在《论语·里
仁》孔子之语加上“畏罪者强仁”一说，即承认法律刑罚制裁的威慑力，表达使人们出于畏惧以遵循道
德要求的理念，不啻儒家仁学彰显法政实用性的例证。子思学派不倡言“礼”之自足，于礼制局限深
有所察，因而对社会行为之规制予以分疏调处。由此，在申言“好利恶害”之人性论的基础上，子思学
派主张“礼以坊德，刑以坊淫，命以坊欲”⑧的规范层次论说，展现规范话语的整全性。还不乏阐述“置
法以民”，并以“仁数”为议题，谈及“率法而强之，资仁者也”⑨的“法”功能及其局限，最早呈现以儒家
仁德思想体系涵括“法治”的思想形态。
若“以法资仁”对法律制度基本功能的阐述仍未为足，那么子思学派体系中富有实用意义、立足
性情观点的“赏刑之道”，更能揭橥其性情论与功利观的潜在路向。《六德》曰：“作礼乐，制刑法，教此
民尔，使之有向也，非圣智者莫之能也。”瑏瑠子思学派将“礼乐”与“刑法”对举，皆以为教民之方。以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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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是子思？梁启超曾指出亦可认为指子思，不必定指孔子。如果是孔子，那么子思之儒是忠实转述还是创造诠释？鉴于儒学托古言
说之习，应可视为子思学派的思想。对这些问题，学者已有详细的梳理考证，参见梁涛：《〈缁衣〉、〈表 记〉、〈坊 记〉思 想 试 探———兼 论
“子曰”与儒学的内在诠释问题》，杜维明主编：《思想·文献·历史：思孟学派新探》，第８０ ８７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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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颖达疏：“‘故君子礼以坊德者’，由民逾 德，故 人 君 设 礼 以 坊 民 德 之 失 也。‘刑 以 坊 淫’者，制 刑 以 坊 民 淫 邪 也。‘命 以 防
欲’者，命，法令也；欲，贪欲也。又设法令以坊民之贪欲也。”（郑玄注，孔颖达疏，龚抗云整理，王文锦审 定：《礼 记 正 义》卷 五 十 一《坊
记》，第１３９９ １４００页）
孔颖达疏：“资，取也。率循善法，自强行之，非是天性，直取仁 道 行 之 者 也。”（郑 玄 注，孔 颖 达 疏，龚 抗 云 整 理，王 文 锦 审 定：
《礼记正义》卷五十四《表记》，第１４７４页）
荆门市博物馆：《郭店楚墓竹简》，第１８７页。
乐教民可以理解，以刑法教民，则恐怕对当时公布成文法潮流与刑治路线有所肯认。这就顺理成章
地牵涉赏刑之道的言说，细绎其言，实乃子思学派察见德礼与刑法治理模式所由通。《性自命出》言：
“未赏而民劝，含福者也；未刑而民畏，有心畏者也。”其所主赏刑之论，亦有由外在规范求诸内在自觉
遵从的路径，清晰可见儒家式偏于主观状态陈说所予以流行赏刑话语的诠释。郭店简《缁衣》篇中更
是凸显“爵”与“刑”之要义，曰：
　　政之不行，教之不成也，则刑罚不足耻。而爵不足劝也。故上不可以亵刑而轻爵。《康诰》
曰：“敬明乃罚。”《吕刑》曰：“播刑之迪。”①
不管赞同与否，现实政治中“刑”与“爵”已不可逆转地成为治理的实质手段。在此，子思学派非
但不讳刑罚爵禄之说，反有陈其要领之旨。其所引《康诰》“敬明乃罚”之训，彰显“罚”的权威性与分
明感，与法家“信赏必罚”有所相通；其所引《吕刑》“播刑之迪”一义，彰显“刑”的传播意义 与 教 育 功
能，与法家“以法为教”殆相逼近。故而，极力申言刑罚爵禄的重要性，及其之于政治与教化的决定意
义，子思学派的理念已与法家学说近在咫尺②。至如《尊德义》云：
　　赏与刑，祸福之基也，或前之者矣。雀（爵）立（位），所以信其然也。征侵，所以攻□□。刑
□，所以□举也。杀戮，所以除害也。不由其道，不行。③
从前述子思学派的性情论与功利观取向来看，有所倚重赏刑之外在强力规范诚不足奇。此处专
门强调“赏”“刑”“爵”“征”“杀戮”，无一不是后来法家思想体系中的核心范畴，大可佐证子思学派与
法家思想的关联。概言之，子思学派呈现出礼法并重、赏刑并举的特征，近乎儒法融合的思想形态，
足以反映孔孟之间的子思学派对法家先驱、法制潮流的摄取及其对三晋法家的启示④。
四、结　语
概言之，子思本人自幼浸染于儒门家说，违背祖训家学诚然不易，然其学派开“性情”范式，倡“牧
民以利”，主“礼法同功”，论“赏刑之道”，此四端与后来法家人性好利恶害论、功利主义、“法治”路线、
“赏刑”二柄之关联又昭然若揭。
一般认为荀子思想开儒法合流之先河，董仲舒之时儒法终得合流。其实在孔门弟子中，不管是
西河重礼派之宗师子夏，还是洙泗心性派之代表子思，关于君主、礼法、德刑、性情的各种思想言论，
皆可与后来法家专制思想、任法赏刑说、功利观、人性论深加对观。先秦诸子百家的学派划分，固有
其思想特质之根据，然而，各派言论学说的广泛传播与交流渗透，以及现实政治经验的实用取舍与提
炼总结，推使某些思想家或自辟源泉阐发新说，或兼收并蓄取合各论，终成其为“轴心时代”之思想图
景。因此，品鉴春秋战国之际游移于儒法思想之间的思想家，审思其与孔孟之儒、商韩之法的接榫处
抑或契合点，有助于洞悉中国法律思想史上“儒法分合”这一发展主线。探析子思学派法思想亦旨在
于此，这种从人类性情之好恶出发展开治道言说，并权衡传统与现实、审思伦理与功利、统合德礼与
赏刑的法思想，对战国法家思想不乏启示效应与深刻影响，且是后世逐步圆融为官学抑或帝制意识
形态之儒学的先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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